
摘要 

背景  儘管女性懲教院所的人數不斷增長，但關於心理治療對她們的效用的研究

 仍屬少數。

目的  測試以下多項假設：

(1) 認知行為治療(CBT)，或正向心理治療(PPI)，兩者各自在減少心理困擾和  

 增強心理健康方面，都較常規治療有效；

(2)  這兩種治療會帶來不同效果；

(3)   結合兩種治療，會較單獨提供任何一種更為有效。

方法

我們在香港的女性懲教院所中招募了40位有心理困擾的研究對象，其中一半先接受

八節認知行為治療，然後再接受八節正向心理治療，另一半則以次序先後互換的方

法接受相同的兩項治療。我們同時又在同一懲教院所招募接受常規治療的35位女性

在囚人士作對照。我們運用多樣臨床標準來衡量三組研究對象在治療前後及期間的

心理狀況。

結果

所有分別完成認知行為治療和正向心理治療的女性在囚人士，在舒緩心理困擾，及

強化心理健康方面的效果，較其他接受常規治療的個案明顯有效。而認知行為治療

和正向心理治療的成效，則沒有顯著的差異。不過，曾先後接受兩種治療，則較只

接受其中一種，在減低抑鬱思想、加強生活滿足感、自我察覺更多強項和增加希望

感的思想等方面有更明顯的改善。

結論及實踐的啟示

我們的研究結果初步證實，為受心理困擾的在囚女性進行心理治療是有效的；因此

重要的下一步，是展開一個全面而隨機抽樣的測試，以確定最佳的治療時間長度和

治療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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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香港在囚女性在1986至2014年期間，人數由944人增加至3,224人，增幅達三倍多。同期的

在囚男性人數，則從9,718人，減少到7,998人（香港特別行政區 [HKSAR]，2015）。女性

在囚人士人數持續上升，可能與大陸來港的性工作者人數增加有關（Lau, 2015）。儘管此時

許多其他國家的女性懲教院所人口亦迅速增長（Walmsley, 2015），但針對在囚女性的心理

治療研究卻很少。大多數在懲教院所內心理治療都是為男性在囚人士而設計（Lewis, 2006），

雖然女性在囚人士有其需要，但為她們度身訂造以實證為本的心理治療仍是缺乏（Fazel et al., 

2016）。因此，女性在囚人士的獨特心理需要是被忽略的。

        女性在囚人士獨特的需要

有關在囚女性的研究顯示，她們的需要
與在囚男性不同，部分原因是女性在情

感、身體

和性方面被侵犯的經歷，明顯與男性
不同，另一部分原因則來自她們的親

職壓力

（LeClair, 1990）。此外，與男性在囚人
士相比，女性在囚人士更容易出現精神健

康問題

（James and Glaze, 2006），女性在囚人
士出現抑鬱、焦慮和自殘行為，較男性在

囚人士

普遍（Bloom et al., 2003）。正如罪犯健
康研究網絡（2010）所指，具臨床關鍵指

標顯示

有自殺傾向的女性在囚人士，其比率為男
性在囚人士的兩倍（16% 比 8%）。此外

，女性

在囚人士中，有抑鬱症和濫藥的並發
診斷率，大約是男性在囚人士的四倍

（Blume , 

1997）。

16%
女性

男性

VS 8%

        治療女性在囚人士的方向

認知行為治療(CBT)是被公認為對在囚人士較有保證的治療方法之一（Pearson et al., 
2002；Lipsey et al., 2007），它亦被證明是有效治療心理障礙的關鍵元素（Butler 
et al., 2006)。儘管如此，根據世界衞生組織（2015）所指，精神健康不僅與治療和
預防精神障礙有關，促進心理健康同樣重要，這構成了一個在評估和治療過程中，
要同時考慮「缺失」和「強項」的新時代（Wright and Lopez, 2002）。

在主流心理治療當中，正向心理治療（PPI）被認為有一定保證，它強調培養正向認知、
情感和行為（Parks-Sheiner，2009；Sin and Lyubomirsky, 2009；Bolier et al., 2013）。
正向心理治療中的幾個核心成分，如建立希望感、強項和感恩，都被認為可有效
減少心理困擾，和增強心理健康（Diener et al., 2002；Seligman et al., 
2005；Ho et al., 2012, 2015)。因此，將這兩項療法結合為一，會有
相當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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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倫理審批和知情同意書

我們的研究是獲得香港大學心理學系研究倫理委員會的批准。每位參加者亦會簽

定知情同意書。

       參加者

參與我們是次研究的40名女性在囚人士，曾於2014年至2015年期間在健心館接受

治療，她們只會接受認知行為治療和正向心理治療兩種療法，別無其他。在候補

名單上，我們另外招募了35名女性在囚人士，以作研究上的對比。但受制於健心

館收容額有限，難以在同一地點安置實驗組與對照組兩批研究對象，因此後者會

繼續入住懲教院所內的其他地方，並接受常規治療，即包括心理組主任及臨床心

理學家提供每月2-4次的支援輔導。研究期間，對照組的女性在囚人士不會接受任

何認知行為治療或正向心理治療，亦由於對照組的女性在囚人士同樣合資格參加

健心館，我們預計她們心理困擾的嚴重程度、人口統計特徵和犯罪類型都與實驗

組的女性在囚人士相若。

       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有兩個部分。首先，參加者會被訓練去熟習該療法的基本步驟。其

次，她們會學習找出觸發負面情緒的個人問題，從中識別出非理性的即時思想，

然後應用認知行為治療中的步驟，來對抗自己非理性的想法。

正向心理治療亦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我們會引入正向靜觀訓練，藉以提高參加

者對周遭正面元素的敏感度。其他部分則包括增加希望感 (Snyder et al., 2000)、

學習感恩(Emmons and Shelton, 2002)，和發掘個人強項 (Peterson and Seligman, 

2004)。

           健心館

考慮到女性在囚人士的心理需要，懲教署於2011年成立了院舍為本的女性個人成長

及情緒治療中心「健心館」，為女性在囚人士提供針對性的心理服務，成為亞洲首

個結合認知行為治療及正向心理治療的治療設施。由於健心館在發展初期名額有

限，因此有關計劃的規模較細，集中為有中度至高度心理困擾的女性在囚人士而

設。合資格的女性在囚人士需符合以下的條件：(1) 精神狀況穩定；(2) 能夠理解書

面中文和廣東話； (3) 餘下刑期足以完成課程；(4)不存在嚴重破壞、顛覆性傾向或

其他可能對治療有反效果的問題。健心館的參加者通常由前線職員、管理階層和/

或醫務人員在觀察到當事人受情緒問題困擾時轉介，而參加健心館則完全屬於自願

性質。 

健心館的參加者會被安排一起居住，這有助建構一個治療環境。治療課程是根據

認知行為治療(Beck, 1967; MacKenzie, 2006)及正向心理治療而設計(Snyder et al., 

2000; Emmons and Shelton, 2002; Peterson and Seligman, 2004; Seligman et al., 

2006; Ho et al., 2012, 2015)，當中共有16節課，需時二至三個月。參加者每周會

獲安排兩個半天的小組治療環節，完成課程後，所有參加者會一同離開健心館。

         研究目的和假設

我們的目的是要評估認知
行為治療和正向心理治療

，對健心館內女性在

囚人士的影響。我們第一
個假設是，這兩種療法相

對於常規治療，更能

夠減少女性在囚人士的困擾
和增強她們的心理健康。

我們的第二個假設是，這
兩種療法在治療上有明顯

不同的針對性效果，

特別是認知行為治療在減
少心理困擾上更為有效，

而正向心理治療則更

有效增強心理健康。我們
的第三個假設是，結合認

知行為治療和正向心

理治療，在減少當事人的
心理困擾和增強心理健康

方面，比單獨使用其

中一種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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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在治療開始時，參加者會被隨機分為兩組。其中一組的女性會先接受八節認知行為治療，然後再接受八節正向心理治療；至於另一組，她們則先接受了八節正向心理治療，然後才是八節認知行為治療。

參加者會分別在第一節課前（第1次）、第八節課後（第2次），以及第十六節課後（第3次），獲發一系列自行填寫的自評量表。將兩組參加者的每次評分作比較，便可以知悉兩項療法與常規療法相比的成效。將她們第1及第2次的數據作比較，則可知認知行為治療及正向心理治療兩者的相對成效。比較第2及第3次的數據，就可知兩項療法的累積成效。（詳見圖 1）。

圖1：特定治療與對照組實驗設計   註: T1 = 第
1次, T2 = 第2次, T2 = 第3次

焦慮自我陳述問卷 Anxious Self-Statements Questionnaire (ASSQ; Kendall and 

Hollon, 1989) 是一份有32條題目的量表，用於評估
與焦慮相關的認知內容。問題是以

李克特五級量表評分（1 = 從不，5 = 常常都是），
顯示這些想法的頻密度，將32條題

目得分加起便是總分。中文版本在港澳大學生的研
究評估中，其內部一致性信度達良

好的水平（α = 0.97；Liu, 2010）。

觀念改變問卷—簡體中文版 Changes in Outlook Questionnaire（CiOQ-SCS；

Joseph et al., 2006）是一份有10條題目的量表，用
於評估經歷逆境後正面和負面的變

化。它有兩個次量表：(1) 觀念改變問卷-正面次量
表，是用於量度正面的變化，(2) 觀

念改變問卷-負面次量表，用於量度消極的變化。問
題會以六級量表作評分（1= 非常不

符合，6＝ 非常符合)。分數較高的表示較大的正負
面變化。觀念改變問卷-S獲Zang 等

人翻譯成簡體中文版 (即CiOQ-SCS)（2012），在中
國地震倖存者研究的結果顯示，它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正面變化的次量表
為α=0.87，負面變化次量表則是 

0.82）。

生活滿意度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Diener et al., 1985）是一

份有5條題目的量表，可用以量度全面生活滿意度。
各題目會以李克特七級量表進行評

分（1 = 非常不切合我情況，7 = 非常切合我情況）
，分數越高表示生活滿意度越高。

該量表由 Shek (1992) 翻譯成中文，在有關香港兒
童和青少年的研究中，呈良好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 (α = 0.81) (Sun and Shek, 2011)。

感恩量表 Gratitude Scale (GS; McCullough et al., 2002) 是一份有6條題目的量表，

用於評估對感恩的態度，每條題目以李克特六級作
量度（1=非常不切合我情況，

6=非常切合我情況）。得分越高表示感恩的傾向越
大。該量表在台灣翻譯

和驗證，在台灣本科生的研究中具有良好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 (α=0.80) 

(Chen et al., 2009)。

治療情況  (人數=40)

認知行為
治療組
CBT

正向心理
治療組

PPI

正向心理
治療組

PPI

正向心理
治療組

PPI

T1 T2 T3
(人數=20) (人數=20)

T1 T2 T3
(人數=20)

對照情況  (人數=35)

常規治療組

TAU
常規治療組

TAU

T1 T2 T3

(人數=35) (人數=35)

       評估工具

情緒自評量表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21 (DASS-21; Lovibond and 

Lovibond, 1995)是以三組各有七條問題的框架來量度心理困擾：

(1) 抑鬱次量表 (DASS-21-D)

(2) 焦慮次量表 (DASS-21-A) 

(3) 壓力次量表 (DASS-21-S)

每條問題都會採用李克特四級量表進行評分（0 = 根本不適用於我，至4 = 非常或大部分

時間適用於我），分數越高即心理困擾程度越高。此情緒自評量表已被翻譯成中文版本

（Chan et al., 2001），而一項針對香港和澳門大學生的研究報告指出，其內部一致性信

度達至令人滿意的程度（DASS-21：α = 0.91；DASS-21-D：α = 0.82；DASS-21-A：α 

= 0.78）（Liu, 2010）。

自動思維問卷修訂版 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 (ATQ-R; Kendall et al., 

1989) 是一份有40條問題的量表，用於評估與抑鬱情緒相關的認知內容，它使用兩個

次量表：(1) 即時想法－負面次量表 (ATQR_N) 和 (2) 即時想法－正面次量表

(ATQR_P)。每條問題都以李克特五級量表進行評分（1 = 完全不是，至

5 = 常常都是），這顯示有關想法出現的頻密度。分數越高顯示

抑鬱認知水平越高。中文版本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已被證

實具有出色的水平（α = 0.96；Li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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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20)



結果

       背景資料和基本特徵

所有參加者都能完成有關課程而沒有中途退出。不論治療組別的參加者，或常規治療的

參加者，又或是先進行認知行為治療，還是先進行正向心理治療的參加者，他們在基本

背景或臨床特徵上，都沒有顯著差異（表 1）。

希望量表 Hope Scale (HS; Snyder et al., 1991) 是一份有 12條題目的量表，是由4個有關
意志力和4個目標策略路線題目的次量表組成，並混合了4個干擾元素題目。每條題目都以
李克特八級量表進行評分（1 =非常不切合我情況，8 =非常切合我情況），分數越高表明
意志力或達至目標的策略路線越佳。中文版本（Ho et al., 2010）具有可接受的內部可信
度。（意志力次量表、達至目標的策略次量表，和總希望量表分別為：α = 0.70、0.76 和 
0.80）（Ho et al., 2012）。

簡明優勢量表 Brief Strength Scale（BSS-12；Ho et al., 2015）是一份有12條題目，專
為中國人設計的強項評估量表。它包含3個次量表：（1）「節制力」，這裡指的是自我控
制的能力； （2）智能實力； (3) 人際實力。它的內容效度及區別效度均令人滿意，三個
次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可接受（α>0.72）。

       統計分析

為了比較認知行為治療、正向心理治療、兩者結合的治療方法與常規治
療方法

的分別，我們採用變化評分來反映它們的療效。兩個變化評分（稱為 
GS1 和 

GS2）是因變值；兩種療法和常規治療的情況則是自變值。GS1是指
治療前

（第1次）和治療後（第2次）之間的評分差異。GS2則是治療前（第
1次），

與治療最後（第3次）之間的評分差異。在此項組別之間的對比，使
用了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亦使用了配對樣本t測試，來檢測八節單獨治療(T2)

和十六節結合治療情況(T3)之間變化評分的差異。

 認知行為治療組 正向心理治療組 對照組
 (人數 = 19) (人數 = 21) (人數 = 35)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34.84 (10.21) 37.24 (8.54) 37.74 (7.82)
刑期, 以月計 69.58 (43.46) 78.95 (40.53) 62.69 (45.65)

婚姻狀態 n (%)  n (%) n (%)
   已婚／同居 5 (26.32) 5 (23.81) 10 (28.57)
   離婚 2 (10.53) 5 (23.81) 9 (25.71)
   未婚 12 (63.16) 11 (52.38) 15 (42.86)
   喪偶 0 (0)  0 (0) 1 (2.86)
   育有子女 11 (57.89) 9 (42.86) 22 (62.86)

教育程度 n (%)  n (%) n (%)
   小學 1 (5.26) 1 (4.76) 3 (8.57)
   中學 15 (78.95) 18 (85.71) 30 (85.71)
   中學以上 3 (15.79) 2 (9.52) 2 (5.71)

定罪情況
   首次被定罪 12 (63.16) 10 (47.62) 10 (28.57)
   二次或以上被定罪  7 (36.84) 11 (52.38) 25 (71.43)

入獄前就業情況
   受僱 8 (42.11) 7 (33.33) 11 (31.43)
   失業 11 (57.89) 14 (66.67) 24 (68.57)

罪行類別
   暴力罪行 2 (10.53) 1 (4.76) 1 (2.86)
   爆竊及偷竊 2 (10.53) 0 (0) 3 (8.57)
   欺詐及偽造文件 6 (31.58) 3 (14.29) 6 (17.14)
   性罪行 0 (0)  1 (4.76) 1 (2.86)
   犯毒 9 (47.37) 16 (76.19) 24 (6.86)

表1:  

研究參加者的背景特徵

注意

三組的人口特徵並沒統計學上明顯的分別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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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行為治療、正向心理
治療和常規治療的比較

兩種療法在所有評估工具
的量度上，都與常規治療

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其

計算值在 p < 0.05 水平以
上（見表 2, 圖2和圖3）。

先接受認知行為治療，或
正

向心理治療兩測試組別
之間唯一的顯著差異，

是即時想法－正面次量
表

(ATQR_P)的評分，和希望
量表（HS）的意志力次量

表的評分。此外，如圖2和
圖

3所示，與接受認知行為治
療，或正向心理治療兩測

試相比，常規治療組別雖
然

未致於出現顯著的倒退，
但其變化評分卻是向負面

方向發展。
DASS-21
 DASS-21-D
 DASS-21-A
 DASS-21-S
 Total

ATQR
 ATQR-P
 ATQR-N
 ASSQ

CiOQ-SCS
 CiOP-SCS
 CiON-SCS
 SWLS

HS
 Pathway
 Agency
 Total
 GQ

BSS-12
 Interpersonal
 Temperance
 Intellectual
 Total

 認知行為治療組 正向心理治療組  對照組
 人數 = 19 人數 = 21 人數 = 35

-5.05 (9.56)
-5.05 (7.78)
-8.11 (6.31)

-18.21 (20.94)

.11 (4.95)
-15.00 (21.17)
-12.21 (19.93)

1.11 (5.00)
-5.16 (5.63)
   3.16 (6.15)

2.74 (5.68)
1.74 (5.19)

4.47 (10.05)
2.53 (4.67)

.58 (2.65)
1.16 (4.61)
 .95 (3.89)
2.68 (8.65)

-8.76 (11.81)
-4.67 (10.65)
-8.00 (10.47)

-21.43 (30.37)

5.57 (7.21)
-17.81 (23.28)
-21.62 (27.51)

3.57 (4.47)
-5.67 (5.15)

    3.10 (4.72)

  
 4.95 (7.52)

   5.33 (5.95)
  10.29 (12.58)
   4.48 (4.64)

   1.76 (4.35)
   2.38 (4.93)
   2.90 (5.10)

   7.05 (11.95)

.23 (5.65)
2.69 (5.68)
 .97 (6.52)

3.89 (14.96)

-.29 (4.76)
4.40 (14.57)
.91 (22.29)

-2.29 (5.73)
    .14 (7.14)
-1.26 (4.46)

-1.57 (5.70)
    .06 (4.20)
-1.51 (9.00)
-1.97 (3.81)

-.29 (3.77)
.09 (4.49)

-1.29 (3.66)
-1.49 (8.97)

12.39**
17.14***
25.13***
22.22***

5.82*
22.23***
10.89**

14.60***
14.63***
14.33***

13.99***
9.05**

13.73***
30.53***

2.88
2.45

11.10**
 7.81**

.15

.19

.26

.23

.07

.23

.13

.17

.17

.16

.16

.11

.16

.29

.04

.03

.13

.10

平均數（標準差）

Ｆ值 效應值

表2:  

比較兩測試組與對照組平均總得分之變異數分析

註：
DASS-21 = 情緒自評量表（21題）；DASS-21-D =抑鬱次量表（7題）；DASS-21-A = 焦慮次量表（7題）；DASS-21- S =壓力次量表（7題）
ATQR =即時想法問卷修訂版（40 題）; ATQR-P =即時想法－維正面次量表（10題）；ATQR- N =即時想法－負面次量表（30題）；ASSQ =焦慮自
我陳述問卷-簡體字版（10題）；CiOQ-SCS =觀念改變問卷-簡體字版（10題）；CiOP-SCS =觀念改變問卷-正向次量表；CiON-SCS =觀念改變問卷-
負面次量表

SWLS = 生活滿意度量表；HS = 希望次量表（12題）；Pathway = 達至目標的策略路線次量表（4題）；Agency = 意志力次量表（4題）；GQ = 感
恩題目（6題）；BSS-12 = 簡短強項量表（12題）；Interpersonal = 人際實力次量表（4題）；Temperance = 節制力次量表（4題）；Intellectual = 
智能實力次量表（4題）

* p < .05 
**p < .01 
*** p < .001 (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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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治療與常規治療的比較

結合治療在所有評估工具的量度上，全都取得顯著改善，所有的
評分都在p < 0.05的 水平。



討論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給予在囚女性認知行為治療和正向心理治療，較常規治療有明顯

的好處。各八節的認知行為治療與正向心理治療，沒有明顯分別，但前者不單有助減輕

痛苦，而且可以建立強項；後者在增強心理健康之餘，還可以顯著減低心理困擾。當事

人若能有較長時間接受兩種療法，會較只接受其中一種為佳。

 單一和結合
治療的比較

與單獨採用
其中一個療

法比較，結
合認知行為

治療和正向

心理治療，
在四個量表

的評分（A
TQR-P、SW

LS、BSS-1
2 

和 HS），是
明顯比單一

治療優勝的
。

10

5

0

-5

-10

變分評化

臨床測量

-15

-20

-25

CBT
PPI
Control

Depression **

Anxiety ***
Stress ***

DASS-total  **
*

ATQR-N  ***

ATQR-P  ***
ASSQ  ***

10

5

0

-5

-10

變分評化

臨床測量

-15 CBT
PPI
Control

CiOP-S ***

CiON-S ***
SWLS *** HS  *** GQ  ***

BSS-12  **

圖2：接受認知行為治療、正向心理治療兩組和常規治療組後，心理困擾的變化評分（GSI）

註：
DASS-21 = 情緒自評量表（21題）；DASS-21-D =抑鬱次量表（7題）；DASS-21-A = 焦慮次量表（7題）；DASS-21- 
S =壓力次量表（7題）

ATQR = 即時想法問卷－修訂版（40 題）; ATQR-P = 即時想法正面次量表（10題）；ATQR- N =即時想法負面次量表
（30題）；ASSQ = 焦慮自行填寫問卷-簡體字版（10題）；CiOQ-SCS =觀念改變問卷-簡體字版（10題）；CiOP-SCS 
=觀念改變問卷-正向次量表；CiON-SCS =觀念改變問卷-負面次量表

SWLS = 生活滿意度量表；HS = 希望次量表（12題）；Pathway = 達至目標的策略路線次量表（4題）；Agency = 意
志力次量表（4題）；GQ = 感恩題目（6題）；BSS-12 = 簡明優勢力量表（12題）；Interpersonal = 人際實力次量表
（4題）；Temperance = 節制力次量表（4題）；Intellectual = 智能實力次量表（4題）。用以比較兩測試組與對照組
平均總得分之變異數分析。

* p < .05 **p < .01 *** p < .001 (雙尾)

對照測試顯示，參加者接受認知行為治療和正向心理治療的先後次序上，並不對治療結果

構成影響。

圖3: 接受認知行為治療、正向心理治療兩組和常規治療組後，心理健康的變化評分（GSI）

註：

DASS-21 = 情緒自評量表（21題）；DASS-21-D =抑鬱次量表（7題）；DASS-21-A = 焦慮次量表（7題）；
DASS-21- S =壓力次量表（7題）

ATQR =自動思維問卷修訂版（40 題）; ATQR-P =自動思維－正面次量表（10題）；ATQR- N =自動思維－負
面次量表（30題）；ASSQ =焦慮自我陳述問卷-簡體字版（10題）；CiOQ-SCS =觀念改變問卷-簡體字版（10
題）；CiOP-SCS =觀念改變問卷-正向次量表；CiON-SCS =觀念改變問卷-負面次量表

SWLS = 生活滿意度量表；HS = 希望次量表（12題）；Pathway = 達至目標的策略路線次量表（4題）；
Agency = 意志力次量表（4題）；GQ = 感恩題目（6題）；BSS-12 = 簡短強項量表（12題）；Interpersonal = 
人際實力次量表（4題）；Temperance = 節制力次量表（4題）；Intellectual = 智能實力次量表（4題）。用以
比較個別測試組與對照組平均總得分之變異數分析。

* p < .05 **p < .01 *** p < .001 (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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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研究的限制與影響

本研究有幾方面的局限。首先，樣本的數量少。其
次，我們只能在治療期間作隨機抽

樣，而非更理想的在治療和等待名單中作隨機抽樣
。儘管如此，我們發現至少不同情況

下的參加者，其特徵只有少許差異。

基於語言障礙，本研究只能招募本地在囚人士。這
意味參加者在文化上相類似，因此研

究結果不一定能推論到其他國家和文化。為配合其
他國籍女性在囚人士的需要，健心館

的最新發展包括試行英文版課程，並且建議未來將
這項研究複製到其他國籍的在囚人士

和其他國家。

我們難以延長這個研究到後來的跟進階段，因此未
能知道治療效果能持續多久，遂建議

每隔六個月和一年，再進行一次跟進研究，以測試
治療的持續效果。直至2018年，超過

四分之三參與研究的女士已經離開院所，在社區生
活了平均大約20個月，她們的再犯率

為零。然而，我們要確認的是，治療的主要任務是改
善精神和心理健康，因此不論當事

人是否再次犯事，這方面已有價值；另一方面，精神
/心理健康與重犯的關係目前尚

未清楚，尚待進一步研究。

 參與研究者的特質

研究中的參加者都有中至高度的心理困擾，情況並不完全相同，不過認知行為治療及正向心理治療對她們的影響都是正面的。因此，如果我們這治療藍本應用於受不同程度心理困擾的女性身上，將有機會因為無需要在治療上作複雜的評估和規劃，而節省服務成本。
是次參加者能百分百的完成治療計劃，看似令人驚訝，但亦可能與懲教院所內的生活缺乏刺激有關，令這計劃顯得有趣。

 認知行為治療與正向心理治療之間的比較

由於此前沒有關於正向心理治療在懲教院所中作臨床應用的研究，是次研究發現，認知
行為治療和正向心理治療的治療果效沒顯著分別，這是非常有用的新發現。研究結果也
令人意外，挑戰了最初認為兩者所針對的成效不同這假設: 認知行為治療是一種以尋找問
題為中心的治療方法，通過改變對問題、專長和弱點的思考，從而緩解這些問題徵狀
（Beck, 1976；Lazarus and Smith, 1988；Ellis, 2001）；反觀正向心理治療則專注於通過
增強希望感、感恩和強項等來促進心理健康（Seligman et al., 2005; Ho et al., 2012, 
2015）。現在，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種治療都可以緩解徵狀，並增加心理健康，因此它們
可能有著「跨理論」的基礎，即是兩種療法在操作上可能都有些共通的因素，治療的成
效不受特定理論所限制，可以同樣有效。

結論

本研究展示了於懲教院所內推行創新治療的評估結果，是有關認知行為治

療和正向心理治療對香港在囚女性影響的先驅研究。儘管西方在認知行為

治療對在囚人士的成效已有一定數量的研究，但大多數都是針對男性在囚

人士，因此我們的研究填補了本地和國際間知識的空檔。今次令人鼓舞的

結果，推動我們去考慮，在未來值得再計劃一項全面隨機化測試，這測試

甚至可安排在不同懲教院所內進行，以至為改善日後的治療作好準備，幫

助更多嚴重受困擾而不易治癒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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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治療的影響

結果顯示，同時採用兩種療法，在增加生活滿
意度、希望感的思維、強項和正向認

知等方面，都較使用任何單獨一種療法更有果
效。這結果有三個可能的解釋，結合

治療的效果可能源於 (1) 結合這兩種治療有
真正的優勢；（2）純粹因治療時間較

長；或者 (3) 可能因為前八節治療的整體效果延
後出現，令後來的治療看來有果效。

我們難以利用現時這探索性研究的數據來識別
以上這些可能性，但未來的研究

設計可考慮這些因素。我們可以確定的觀察是
，結合治療的價值，主要有

助增加了心理健康。這樣看來，減輕症狀是治
療的第一步，而增強心

理健康是第二步。然而，對於這組女性在囚人士
來說，接受較長

時間以及結合認知行為治療與正向心理治療的做
法，似乎是

最佳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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